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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族──十九世紀的擴散與變遷 
 

文／詹素娟 

 

 

一、前言 

 

    對噶瑪蘭人而言，十九世紀的一百年時光，是族群文化發生重大轉折、族群

空間總體蛻變的關鍵期。在此之前，雖曾在十七世紀遭遇西班牙人、荷蘭人的進

出、宣教與戰爭，但由於時間短暫、離統治中心遙遠，因此，未曾真正影響噶瑪

蘭人的傳統社會；此外，儘管海岸地帶的村落，曾與海上來的船隻、漢人、日本

人、西方人，在邊緣地帶發生接觸，仍屬零星，未能帶給平原太大的衝擊。 

    十七、十八世紀，當台灣北、西部的原住民族，早已捲入由於漢人社會建立

所帶來的鉅大變遷時；噶瑪蘭平原住民，仍能在「治外」，安過太平生活。此種

狀態，固然因為蘭陽平原1位處「後山地區」的地理形勢，也因為漢人的開發浪

潮，尚未轉過三貂角。然而，時序進入十九世紀，以漳州人為主的開墾集團，大

舉侵入蘭陽平原後，噶瑪蘭人即在嘉慶、道光年間，開始其傳統社會崩解的過程，

並於道光二○年代──也就是十九世紀中葉以後，展開其境內、境外的遷徙行

動。本文的目的即在，從族群空間的角度，理解噶瑪蘭人從原居地的平原舊村落

區，如何擴散、建立新的生存空間。 

 

二、蘭陽平原的原鄉──地形與聚落 

 

    由於雪山、中央兩大脊樑山脈縱貫南北，所以清代移民，在形勢上將台灣區

分為前山、後山﹔而蘭陽平原即位於後山北端，東臨大洋，三面環山，在地理上

自成體系。 

    蘭陽平原在台灣東北部，略作等邊三角形，以頭城、蘇澳、三星為頂點，每

邊長度約為 30 公里。東邊的海岸線，甚為平直﹔西北、西南兩邊則為山崗，平

地拔起，界限分明，是台灣最完整的地理區域之一，面積大約 330 平方公里。 

    蘭陽溪全長 73 公里，為本區最大河流。由於西南側山嶺甚高，而平原低平，

                                           
1 本文所使用之地理名詞，一律以當代地理學界之慣用語稱呼，以劃一不同時代之相異名稱，以

免讀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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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蘭陽溪出山後，沉積極盛，形成一沖積扇三角洲平原。平原地勢平坦，海拔

高度皆不出 100 公尺﹔東部大半，海拔且低於 10 公尺，宜蘭與羅東一線以東，

更幾乎全部低於 5 公尺。蘭陽溪流入平原，在扇端形成網狀流路，廣闊的溪灘充

滿礫石，水道游移，此即自古以來所謂的「叭哩沙地區」。蘭陽溪下游，則水道

分歧易變，甚至曾經「正溜北徙」，跑到頭城以南出海，再回故道。2此外，還有

多條溪流，分由西北及西南山地流出，水急流短，交錯互連，如：頭圍溪、福成

溪、大小礁溪、蕃社坑溪、冬山河、新城溪與宜蘭河等溪流。這些大小河川，通

過斷層破山而出時，在山麓地帶形成一系列大小不一的沖積扇。由於組成沖積扇

的土砂、礫石，愈到扇頂愈粗、愈往扇端愈細，因此溪水在扇頂往往向下滲透而

成伏流，至扇端又湧出地表，成為一系列出水量大小不一的湧泉，成帶狀分佈於

海拔 15-20 公尺之間的地形。自湧泉帶上流出的泉水，逐漸在平原上匯集成大小

河流，繼續東流3。平原東岸，係狹長的新、舊海岸沙丘，成南北走向，綿延達

23 公里。該沙丘被蘭陽溪攔腰截為南北兩段：北段較狹、南段稍寬，整個寬度

在 200-700 公尺之間，高度則在 10 公尺左右。4河流受阻於高大的沙丘，無法直

接入海，而在沙丘帶西側，向北、向南流動，以致海拔 2、3 公尺以下的地區，

形成面積廣大的低溼地帶和沼澤地帶，最後才經頭城、東港、頂寮三處沙丘帶的

缺口處，注入海洋。
5 

    總體而言，蘭陽平原的自然環境，顯現清楚的空間變化順序，由西而東依次是：

山地與山間河谷帶、沖積扇帶、湧泉帶、低溼帶、沼澤帶、沙丘帶和海岸帶。
6 

    十九世紀之前，噶瑪蘭人的原居村落，即多分佈在溪流密佈、低濕沼澤的地

帶(見圖一)；其共同的地理特徵為：(1)海岸沙丘內側邊緣﹔(2)濱溪傍水﹔(3)平原

中的高突部份。
7除芭荖鬱社位於海拔 10 公尺以上，及新仔羅罕、珍仔滿力、歪

阿歪、打那美和留留等五社，位於 5-8 公尺外，其餘各社均居住於 5 公尺以下的

地帶。8噶瑪蘭村落整體的分佈，與當時泰雅族的領域間，保持一條族群間的空

白地帶；且此一地帶，係排水良好、水源豐富，適合水稻耕作的沖積扇帶、湧泉

帶地形。在日本人尚未興築縱貫平原的鐵、公路前，南北交通常需依賴津渡；
9

                                           
2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文叢 160(台北：台銀經研室，1963 年)，頁 16。 

3 黃雯娟，〈清代蘭陽平原的水利開發與聚落發展〉，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0)，頁 11-29。 

4 李鹿苹，〈宜蘭平原土地利用的地理基礎〉，收於《台灣小區域地理研究集》(台北：國立編譯

館，1984 年)，頁 31-32。 

5 施添福，《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上冊)》(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

1996 年)，頁 12。 

6 同註(5)，頁 12-13。 

7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手抄本，1909 年)。 

8 洪敏麟，《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84 年)，頁 377-454。 

9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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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嘉矩於明治 29(1896)年實地訪查噶瑪蘭舊社時，亦記載其涉水攀渡的困難，
10此為噶瑪蘭人舊社分佈的一大地形特色。 

                                          

    十九世紀中葉的文獻，告訴我們噶瑪蘭人的居住空間是：「其房屋，則以大

木鑿空倒覆為蓋，上下貼茅，撐以竹木，兩旁皆通小戶。」11馬偕牧師在宜蘭宣

教時，發現噶瑪蘭人在被漢人征服前所住的房屋，因為：「高離地面的地板，比

現在該平原中隨處可見漢人住宅的潮溼泥地，要衛生的多。」12換言之，干欄式

的住屋格式，原是噶瑪蘭村落為了適應分佈地的地形、水文，所做最符合實際生

活需求的設計；而由此一居住空間的生態，我們可以推想依水而居的噶瑪蘭人，

不但進行活躍的漁獵、採集活動，也是一支擅水的民族。 

 

三、十九世紀漢人入墾與勢力空間的形成 

 

    漢人開墾噶瑪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嘉慶 1-15(1796-1810)年，蘭

陽溪北土地的拓墾；二是嘉慶 16(1811)年至道光初年，溪南荒埔的開闢；三是道

光至光緒年間(1821-1895)，蘭陽溪上游浮洲堡(今三星鄉及員山鄉一部份)一帶的

開拓。經由此一長達百年的入墾過程，蘭陽平原從原住民噶瑪蘭人的活動空間，

轉變成以漢人為主的街莊世界。以下，即針對此一過程，做一概略的敘述。 

    最早入墾噶瑪蘭的漢人林漢生，係於乾隆 33(1768)年，率眾由淡水搭船來蘭，

在烏石港登陸；結果被土著殺害，未達目的。乾隆末年，淡水人柯有成、何繪、

趙隆盛、賴柯登等，依舊由淡水南來，登陸烏石港，意圖開拓附近的土地，結果

仍歸失敗。久居三貂地區的漳浦人吳沙，因為任性好俠，和噶瑪蘭人素有往來，

雙方建立了還不錯的關係。若有窮蹙困難的民人，前往投靠吳沙，則給米一斗、

斧一柄，讓他們入山伐薪抽藤，自給自足；因此，依附吳沙勢力的人愈來愈多。

吳沙遂從乾隆 52(1787)年起，由陸路入蘭，開始墾闢石城、大里簡附近的土地。

嘉慶 1(1796)年，以吳沙為首，連合番割許天送、朱合、洪掌等人，由淡水人柯

有成、何繪、趙隆盛、賴柯登等出資助糧，率鄉勇二百多人，善土著語者二十三

人，再招三籍流民──其中以漳州人為主，於 9 月 16 日進至烏石港南，築頭圍。13

初入，開墾集團遭到奇立板、里腦、哆囉美遠等社人反抗，14彼此殺傷甚重，吳

沙遂退回三貂。後因噶瑪蘭村落染患痘症，吳沙出方施藥，救活人眾，關係才稍

有改善。次年，吳沙擔心因為私墾獲罪，遂赴淡水廳，請給諭札丈單，以便招墾；

 
10 伊能嘉矩，〈宜蘭方面　於　　平埔蕃實查〉，《東京人類學會雜誌》12(137)(1898 年)，頁 421。 

11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226。 

12 G.L.Mackay(著)、周學普(譯)，《台灣六記》(台北：台銀經研室，1960 年)，頁 85。 

13 姚瑩，《東槎紀略》，文叢 7(台北：台銀經研室，1957 年)，頁 69-72。 

14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台北：編者，1924 年)，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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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防同知何茹連同意給予，並發給印章「吳春郁義首戳」，聽其自便。吳沙自此

即以義首(或稱墾戶首)身份，出私單招佃，每 5 甲地為一張犁，每張犁以銀一、

二十元，助鄉勇費用。15 

    嘉慶 2(1797)年，吳沙死，子光裔與姪吳化合力開墾；又有吳養、劉胎先、

蔡添福等附之。嘉慶 3-5(1798-1800)年，漸開地到二圍(今頭城鎮二城里)、湯圍(今

礁溪鄉德陽村)、四圍(今礁溪鄉四結)。當時，三籍中以漳人最眾，分得頭圍到四

圍辛仔羅罕溪的土地；泉人不到二百名，僅分到二圍的菜園地；粵人則未能分到

土地，一切工食，都仰給於漳人。不久，泉粵互鬥，泉人將棄地走，漳人為挽留

泉人，再分以柴圍(今礁溪鄉白鵝村)、三十九結(今礁溪鄉二龍村)、奇立丹(今礁

溪鄉德陽村)等地。 

    嘉慶 7(1802)年，漢人組成「九旗首」，率眾 1,816 人，進攻五圍(今宜蘭市、

員山鄉一帶)成功。漳人得金包里股、員山仔、大三鬮、深溝地(以上為今員山鄉

員山、三鬮、尚德、內城、深溝、蓁巷等村)。泉人得四鬮一、四鬮二、四鬮三、

渡船頭地(皆在今宜蘭市)；又自開溪洲(今員山鄉七賢村)一帶。粵人則得一結至

九結地(皆在今宜蘭市)。同時，當年隨吳沙入蘭的鄉勇，亦分得民壯圍(今壯圍

鄉)，作為酬謝。 

    從有限的資料、簡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開墾初期的十年中，今日頭城、

礁溪、員山、壯圍等鄉及宜蘭市的大部，已為漢人所墾拓。若從空間分佈來看，

這些地方，正好是界於噶瑪蘭村落與泰雅族活動領域間的空白地帶，也是平原上

最適於水稻耕作的地區。根據嘉慶 13(1808)年楊廷理的調查，當時的溪北，漢人

已聚居形成五所土圍、二十三處民莊，與噶瑪蘭村落錯落相處，男女丁口約二萬

餘人，墾成田畝達八百餘甲。16到嘉慶 15(1810)年蘭地收入版圖時，可謂「西勢

民墾已定」：其中包括已墾、未墾的田園、荒埔，已達四千多甲。
17溪南的拓墾，

則始於從西部遷來、以潘賢文為首的平埔各族社。 

嘉慶 9(1804)年，彰化平原和台中盆地一帶的中部平埔族，在阿里史社土目

潘賢文等人的率領下，從罩蘭一地翻山越嶺，來到蘭陽平原溪北的五圍一帶，企

圖從事農業開墾。後因涉入分籍械鬥，遂於嘉慶 11(1806)年，轉往溪南羅東一帶

開墾。據楊廷理嘉慶 13(1808)年的調查，當時的溪南地區，除近溪間有稍民居外，

其餘均係噶瑪蘭村落，而西部平埔族則已墾田二百餘甲。18 

    嘉慶 14(1809)年，漳泉又鬥，漳人林標、黃添等各領壯丁，經由叭哩沙(今三

                                           
15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365-366。 

16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料戊編(第六本)》(台北：史語所員工福利委員會，

1972 年)，頁 548。 

17 柯培元，《噶瑪蘭志略》，文叢 92(台北：台銀經研室，1961 年)，頁 138-141。 

18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料戊編(第六本)》，頁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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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鄉)攻打羅東，阿里史社眾驚潰，逃入噶瑪蘭村落，漳人遂佔有羅東。漳人與

泉人講和後，泉人自溪洲(今員山鄉七賢村)開墾到大湖(今員山鄉湖東、西、南、

北村)一帶，粵人則開墾冬瓜山一帶(今冬山鄉南興、冬山、安平等村)。 

    清廷鑒於溪北的噶瑪蘭村落土地流失嚴重，及三籍漢人為爭地而頻生械鬥，

遂積極介入溪南荒埔的墾拓。清廷先以所謂「加留餘埔制」，為溪南噶瑪蘭村落

設立保留地，丈量出 1,255 甲 2 分的土地；再將這些埔地分為四股，由官府設漳、

泉、粵三籍頭人擔任佃首，代為招佃。至於「加留餘埔」以外未墾的荒埔，再分

作五股，分給三籍：漳得其三、泉粵各得其一。溪南土地，經官方按籍分配後，

三籍漢人的空間分佈即趨明顯：漳籍主要分佈於清水溝堡、頂二結堡和羅東堡，

泉籍在沿海的茅仔寮、利澤簡堡，粵籍則集中分佈於沿山的紅水溝堡。19 

    漢人拓墾，目的在將荒埔墾闢成適於水田稻作的集約式農地；相應於此，即

為水利設施的普及化。清代宜蘭，共開鑿埤圳 48 條，其中有 21 條，開設於嘉慶

年間，灌溉面積達總面積的 75.8%；由此可知，嘉慶朝的二十五年間，溪北、溪

南平原上，適於水稻耕作的土地大致已開發殆盡了。不僅如此，噶瑪蘭村落的周

邊，也已為漢田、漢莊所包圍，漢人街莊大量成立(見表一)，蘭陽平原的空間族

群性，開始步入從量變到質變的代換過程。 

    道光以後，漢人的墾拓工作逐漸轉向不適合水稻耕作的邊際土地，特別是蘭

陽平原扇頂部份的叭哩沙地區。此一地區的自然環境、族群關係，對開墾事務而

言，困難度特別高；所以，道光年間整個開墾線，仍止於葫蘆堵(今三星鄉尚武

村)、大洲(今三星鄉大義、大洲兩村)、尾塹(今三星鄉尾塹村)、柯仔林(今冬山鄉

柯林村)一線以東的區域。
20該區域，直到同治、光緒以後，才由漢人與平埔族共

同入墾、建立常態性聚落；同時，形成平原上族群內涵最複雜的空間。 

 

表 1  十二堡時期宜蘭平原之漢人街莊：道光 15(1835) 

編號  堡 名 街     莊     名 合計 

1 頭圍堡 頭圍街、白石腳、二圍莊、港仔、抵美簡埔*、

頭圍莊、大堀莊、乳母寮莊 

8 

2 淇武蘭堡 新店、大陂口、四圍莊、公埔頭、柴圍、三十九

結莊、番割田、茅埔莊、旱溪莊、淇武蘭民莊*、

湯圍莊、辛仔罕民莊*、淺澳莊、大塭、三鬮仔

莊、二結莊、梅洲圍、大陂莊、匏靴崙 

19 

3 民壯圍堡 五圍一結、民壯圍、三結莊、四結莊、流流民莊 18 

                                           
19 施添福，《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上冊)》，頁 39。 

20 根岸勉治，〈噶瑪蘭熟番移動與漢族之殖民〉，《台灣風物》14(4)(1964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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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莊、六結莊、七結莊、奇立板民莊*、過

嶺仔莊、三結莊、三角仔莊、壯二莊、茄冬林、

闊嘴寮、下渡頭、公勞埔、牛寮仔 

4 五圍三結街

堡 

噶瑪蘭廳城 1 

5 員山堡 五結頭、六結莊、七結莊、鎮平莊、金結莊、枕

頭山莊、穎廣莊、員山莊、五圍四結、五圍五結、

擺離社民莊*、三鬮二、吧荖鬱民莊*、大三鬮莊、

大湖莊、深溝莊、圳頭莊、內湖莊、楓仔林莊 

19 

6 羅東堡 竹仔林、羅東莊、羅東街、阿里史民莊* 4 

7 清水溝堡 東勢頂二結、頂四結、歪仔歪民莊*、田心仔、

北城莊、清水溝、鹿埔 

7 

8 頂二結堡 東勢頂三結、頂五結 2 

9 茅仔寮堡 茅仔寮、大埔莊、榕仔腳、橄社莊 4 

10 打那美堡 紅水溝、打那美民莊*、順安莊、員山莊、零工

圍、太和莊、冬瓜山 

7 

11 利澤簡堡 利澤簡民莊*、猴猴民莊*、馬賽民莊*、蘇澳街、

蘇澳莊 

5 

12 溪洲堡 四鬮一、四鬮二、四鬮三、溪洲莊、頂溪洲、叭

哩沙喃、泉州大湖 

7 

 合計  101 

資料來源：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25-26。 

說    明：凡加符號*者，表示其為鄰接噶瑪蘭村落建立之漢莊。 

 

四、國家的收編──土地與管理 

     

清廷從西部平原的平埔族民管理經驗中，已發展出一套管理模式、規章。簡

要來說，即在經濟上，由國家保護他們的土地權利，設定業主權：漢人如果租贌

平埔族的土地，只需對業主盡佃戶的責任，而不必納正供給政府；平埔業主，對

政府亦可豁免正供的繳納。然而，此一「理想型」在社會現實中，卻演變成平埔

族社大多賣盡土地、棄社流遷的狀況。在蘭陽平原開發前夕的乾隆 53(1788)年，

清廷為徹底解決平埔族的土地與生存問題，大舉實施屯田制，將西部各族社全數

編入各大小屯，分配屯地，以保障平埔族的生存空間。但是，從實施開始到嘉慶

15(1810)年的二十年間，屯制的執行發生諸多問題，使清廷在面對噶瑪蘭廳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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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圖、噶瑪蘭人生計問題時，採用了大異於傳統的策略。 

 

（一）產業轉型──加留餘埔、沙埔制 

 

    由西部的經驗，清廷在設治之初，即對噶瑪蘭人的經濟生活，做了政策上的

考慮與設計。嘉慶 15(1810)年，溪北的農地拓墾、漢人村莊，已達飽和狀態；當

此之時，清廷能預先控制的，只有溪南的土地了。所以，官府採取強力規劃，介

入溪南的土地分配。楊廷理先派遣三籍頭人，丈量溪南的無人土地，約得 2,583

甲，由官府直接分授給漳、泉、粵民人開墾。通判翟淦再與楊廷理商議：劃定噶

瑪蘭村落界址，以村落範圍為中心，給大社周邊二里、小社一里的土地，謂之「加

留餘埔」。「餘埔」的土地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噶瑪蘭人；但，官府代為招佃，以

三籍頭人擔任佃首，由其招募漢佃，經理收租事宜，再按社計丁，分給噶瑪蘭人

口糧。當時，共丈得地 1,255 甲 2 分，預計在嘉慶 21、22、23 年，次第墾成。 

    三籍漢人在溪南噶瑪蘭村落的加留餘埔，租佃分配狀況如下： 

 

1.漳人勢力圈 

    在加禮宛、流流、掃笏、芭荖鬱、歪仔歪、貓里府煙、南搭吝、武罕、打那

美、打那岸、猴猴、奇澤簡等十二社，丈得埔地 762.7 甲，每甲定租 4 石，年額

納租 3,050 石 9 斗 3 升 9 合。由二名漳人佃首負責招佃，並約束秩序。 

 

2.泉人勢力圈 

    在奇武荖、里腦、婆羅辛仔宛三社，丈得埔地 383.4 甲分，每甲定租 4 石，

年額納租 1,533 石 9 斗 5 升 7 合。配泉籍佃首一名，負責招佃。 

 

3.粵人勢力圈 

    珍珠里簡社的加留餘埔地，丈得 135.4 甲，每甲定租 4 石，年額納租 8 斗 3

升 1 合 5 勻 2 杪，由粵籍佃首招佃。 

    至於溪北的噶瑪蘭村落，官府則認為：哆囉美遠等二十社，既然群處沿海一

帶沙洲之上，遂將烏石港口到蘭陽溪口的海岸沙丘，長約三十餘里，寬一、二里

不等的沙埔，做為「西勢番業」，不許民人過溪越墾。如果噶瑪蘭村落人少，情

愿贌給民人開墾，亦照溪南之例，呈官立案，繳納口糧給噶瑪蘭人，可免報陞。21 

    以上，即為嘉慶 15-17 年間，官府對溪北、溪南噶瑪蘭村落人民的經濟安頓

方式。就官府的原意，溪南所謂的「加留餘埔」，係指：「將社番自耕田園，沿邊

                                           
21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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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插樹木，作為內界，只准社番自行耕種，不許漢人贌耕；其加留餘埔一里、二

里之外，沿邊亦栽插樹木，作為外界，以杜漢人日漸侵佔之弊。」22同時「所留

餘埔，如現在社番人少，不敷耕種，始准贌給漢人開墾。」換言之，噶瑪蘭人的

聚落空間，在此一調查分劃過程中，以樹木圍邊、被官府確定下來。但是，所謂

「內界」的範圍，究竟規模如何？包含聚落的那些元素？我們今天已無從知道。

不過，就此內界尚能自行耕種，可見不是只有家戶居住之地，還包括靠進住家的

田園；若以今日冬山河畔的流流社社地推想，則此田園，或許只夠種植蔬果而已。

周圍一里或二里的「餘埔」內，則保留茅埔、牧場給噶瑪蘭村落；而其餘土地招

佃與否，照說係由所有權者決定。 但事實上，溪南的加留餘埔，一開始便由官

府分作四股，分交漳、泉、粵佃首，到嘉慶 20(1815)年，即招得佃人 826 名。 

    其次，溪北諸社所獲得的保留地，又稱「加留沙埔」，係蘭陽平原海岸線上、

南北綿延的數條新、舊沙丘地。嘉慶 17(1812)年首度規劃時，溪北的「加留沙埔」

只有劃界，卻沒有規定明確的保護方法，所以未能達到「保留地」的效果。道光

1(1821)年，地方官姚瑩箭鑒於問題叢起，乃督導溪北「番總理」林興邦(漢人)、

社丁張金標(漢人)、通事八寶籠(噶瑪蘭人)，會同各社土目重新勘定：自烏石港

起到蘭陽溪止，丈量出沙崙埔地計 624 甲 4 分 1 釐 7 毫 2 絲；其中除原存奇立板、

貓里霧罕、流流等社社地，及各社自田 128 甲 7 分零外，實存沙埔地 495 甲 7 分

2 毫 8 絲。溪北噶瑪蘭村落大小二十個，統計共 2,274 人，按人頭分配，每人得

地 2 分 1 釐 7 毫 7 絲。23 

 

（二）管理系統──通事、土目制 

 

    與加留餘埔、沙埔制互為表裡的管理系統，是通事、土目制。 

    溪北的二十社，設總通事一人。通事由官府任命噶瑪蘭人擔任，並授給戳記，

職責在翻譯、辦公事。由於工作性質在溝通人民與官府，與村落人民的利益直接

相關，所以其影響力往往還在土目之上。各村落由眾人公選土目一人，由其約束

村落秩序，處理造丁名簿報官等事，官府也一樣發給戳記。人數不足設土目的村

落，就設「番耆」；所謂「番耆」，係熟悉村落事務的長老類人物，由他代替土目，

處理一些相關事宜。通事、土目之上，官府特別設置總理，由漢人充當。總理原

為漢人地方基層組織內的職務，但在如蘭陽平原這般原住民與漢人雜居的情況

下，官府也在原住民方面設置總理，由其處理二者的交涉事件，居間仲裁調處。

但，所謂「番總理」，還是由漢人充當；由官任命，授予戳記。總理下有社丁一

                                           
22 柯培元，《噶瑪蘭志略》，頁 141-142。 

23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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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事噶瑪蘭村落的錢穀會計，擔當者亦為漢人。24 

    道光 1(1821)年，溪北的管理系統為：通事 1 人、土目 16 人、番耆 4 人，男

婦共 2,274 人；其上，再以番總理 1 人、社丁 1 人管束之。25 

    溪南各村落也同樣推舉土目，職掌和溪北一樣；只是，人數較多、較大的村

落，則可以有二名土目。每二、三個或四、五個村落，就置通事一人，職掌與溪

北同；這是因為溪南墾地廣大、人數也多的關係。各社「番耆」，則在冬期之時，

與社丁、土目，會合佃首，赴民莊向漢佃收取租穀，以預防漢人舞弊。與溪北最

大的不同是：溪南以佃首等同於溪北的總理，管理佃人、約束噶瑪蘭村落，其職

務亦由官任命，給付戳記，並設有社丁。26當時溪南有通事 3 人、土目 19 人，男

婦 3,307 人。沒有總理，以三籍佃首、一名社丁約束之。27 

 

(三)體制下的困境與變遷 

     

加留餘埔、沙埔制的施行，有其實務上的弊端。 

    溪北的沙埔，係直接分配給社人自己去耕種，每人可以得地 2 分多。表面上

看，由於沙埔制中未設佃首，噶瑪蘭人在擁有沙埔所有權之餘，不會被官府強制

招佃。但，據道光 3-5(1823-25)年間，噶瑪蘭通判呂志恒的奏文：「卑職覆查，東、

西勢各社番加留餘埔，原為保卹番黎；今社番既曉自收，應如所請，給予社番向

佃收租。每屆歲底，由各通、土造冊報查，間有佃欠，並准呈官拘追，毋庸官為

經理。」
28來看，溪北埔地還是招漢佃耕種為多。噶瑪蘭村落將土地招佃開墾，

恐怕是當時一個普遍性的社會趨勢；儘管，目前實在缺乏較具系統性的資料，幫

助我們瞭解溪北沙埔地流失的狀況。 

    至於溪南的餘埔制，原就是強制招佃；其收租方式，有一定的流程：佃首在

招佃之時，已先將某莊佃戶，應納那個村落租穀，通盤計算清楚；一屆冬成，各

村落就公選曉事長老，協同社丁、土目，會齊佃首，赴各莊按佃量收；之後，再

按村落丁口，勻分散給，以資口糧。收取回來的租穀，佃首先收入公所，再由其

轉發給各村落。佃首在此一入一出之間，只要「不肯即時攤發」，就會有弊端產

生。官府為防制弊端，乃派人監督發放，不料弊病更加百出。
29 

    道光 3-4(1823-24)年，溪北總通事八寶籠向通判呂志恒呈稱：「與漢人雜居日

                                           
24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52。 

25 姚瑩，《東槎紀略》，頁 77-79。 

26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53。 

27 姚瑩，《東槎紀略》，頁 81-82。 

28 姚瑩，《東槎紀略》，頁 47-49。 

29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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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多有通曉漢音，並略知文字者；承耕餘埔佃戶，亦多認識，儘可自向收租，

毋庸再由佃首經收。」30道光 5(1825)年，溪南的通事龜劉等人，也齊赴官府，請

當時的通判烏竹芳免派丁胥監放；至 11(1831)年薩廉任內，又請准免丁胥監放。

幾番請願，到了台灣府皆被駁回。台灣府以屯田制實施失敗，即在：「屯租原係

官為經理，後租收不足，議歸番丁自收，遂至屯業失其大半，乃復議由官徵給。

一事章程再易，至今屯務大壞。」31台灣府認為，噶瑪蘭人性情單純，「歸化甫十

餘年，所謂通語言文字者，殊未可信」，而懷疑是漢人為謀充當佃首不得，意圖

唆弄，從中漁利。32 

    由於加留餘埔、沙埔制的相關資料，實在太過稀少，一百多年後的今人，幾

乎無從評估該制度實施面的利弊。唯一的相關描述，保留在道光年間的《噶瑪蘭

廳志》中： 

 

    「所有餘埔，漢人斗酒尺布，即騙得一紙贌字；又不識漢字，所

有贌約，均係漢人自書，但以指頭點墨為識，真偽究係莫辨。而所贌

耕之輩，尤貪得無厭，雖立有贌約，至墾透後，應納租穀，居多糾纏

不清。」33 

 

    所有道光年後的描述，都說：「社番賣盡田產，失去生計。」向稱豐裕的加

禮宛社，也留下一則口碑：「漢人建公館，以竹筒五升酒，換穀一斗。番好酒，

積欠大量債務，秋成之時，其穀不足以折酒價。」
34換言之，清廷為保障噶瑪蘭

人生存而設計的土地策略，在族群互動過程中，仍然成為漢人佔墾噶瑪蘭村落土

地的機制。以下，再從另一個角度，討論十九世紀中葉噶瑪蘭人傳統社會崩解的

情況。 

    我們若以 1650 年 3 月的荷蘭村落戶口表為樣本
35，觀察平原住民的一般狀

況，我們會發現：平原上的 45 個村落，只有 4 個超過 100 戶，其餘的大約從 10

戶到 88 戶，都是不大的村落，彼此的空間距離也不遠；社和社之間，似乎還有

從屬或親戚的關係。36到目前為止的資料，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平原上擁有跨

部落的統治者；但儘管各行其事，各社之間，亦看不到戰爭與衝突的關係。反而，

                                           
30 同註(28)，頁 47-48。 

31 同註(28)，頁 48-49。 

32 同註(28)，頁 48-49。 

33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232-234。 

34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3。 

35 中村孝志，〈和蘭人時代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1)(1936 年)，頁 48-47。 

36 詹素娟，〈宜蘭平原噶瑪蘭族之來源、分佈與遷徙──以哆囉美遠社、猴猴社為中心之研究〉，

收於《平埔研究論文集》(台北：中研院台史所，1995 年)，頁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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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資料中發現：噶瑪蘭人會在每年收穫後，北上到淡水、關渡一帶獵首；37

或者在一定的季節，南下到花蓮大港口一帶獵首。38這是否意味著，由於噶瑪蘭

人的海洋活動力，使其以整個平原的社群關係，做為對外關係的基礎單位，聯結

其與Sanasai傳說圈的相關族群，進行和平或戰爭、貿易或交換的行為？ 

                                          

    如前所言，噶瑪蘭村落主要分佈在海拔 5-10 公尺的低濕地、沼澤地和沙丘

西側。由此一居住空間的生態環境，我們可以推想噶瑪蘭人的產業，應包括活躍

的採集、漁獵活動。光緒 1(1875)年，旅行者Taintor在宜蘭，即注意到噶瑪蘭人擅

長水性，不只從事溪流、海岸的採集、捕魚，更能順著海流，在東海岸北上南下

來去。39而事實上，在康熙 61(1722)年，漳州把總朱文炳在帶兵卒換防的時候，

即曾因為遭風漂流到蘭陽平原，而被噶瑪蘭人用「蟒甲」送到北海岸的金包里。40  

荷蘭戶口表的家戶平均人數為 4 至 5 人，看起來像是小家庭。不僅如此，包

括二十世紀初三星、花蓮各噶瑪蘭村落的人口數據，幾乎也都是一戶 4-5 人的平

均數。根據清水純在新社的調查，噶瑪蘭人的傳統婚姻，係採一夫一妻制；所謂

「家族」(sal ppawan)的基本構成，即以夫婦為中心，結合親子、兄弟姐妹等關係

的組合。41 

    此外，今日花蓮縣豐濱鄉新社村的老人，仍記得移民社會的新社村，曾經擁

有稱為sla:l的年齡階級組織，來統合村子裡的男人。我們固然不能以新社的傳統

文化，直接推回十九世紀的噶瑪蘭社會；但，就噶瑪蘭語彙的記錄：
42 

 

      青年組：sla:l 

      壯年組：snispama 

 

顯示噶瑪蘭傳統社會擁有年齡階級制度，並非不可能。光緒 4(1878)年加禮宛事

件平定後，吳贊誠的奏摺即提到：「臣等伏查加禮宛等社少壯之番，向來自立勻

頭名目，不受老番約束；……此次殲斃，皆係壯番。」又說：事件之起，係因事

首姑乳斗玩、姑乳士敏二人，把持社內行動，與無知「少壯番」起來抗清及誘殺

官勇，「老番」勸阻，不被接受，以致釀禍。43「少壯番」與「老番」，似乎

 
37 Jose Eugenio Borao，“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1992 年)，頁 103。 

38 《台灣屬島チヨプラン地漂流圖記》(手寫本，1803 年)，頁 81。 

39 E.C. Taintor，“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IX,pp.53-88. 

40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5-6。 

41 清水純，《クヴアラン族──變わりゆく台灣平地の人□》(日本京都：アカデミア出版會，

1991 年)，頁 51。 

42 安倍明義，《蕃語研究》(台北：蕃語研究會，1930 年)，頁 263。 

43 吳贊誠，《吳光祿使閩奏稿選錄》，文叢 231(台北：台銀經研室，1966 年)，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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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隱隱有階層分屬的意味。儘管如此，就今日噶瑪蘭人的認知中，傳統噶瑪蘭社

會並沒有階層制度，也不存在持有傑出權力的首長；各部落推選合適者擔任頭

目，且此地位並不世襲。 

    從以上這些不完全的資料聯結中，我們或許可以嚐試去揣摩從嘉慶到道光二

○年代(1796-1840)的五十年間，噶瑪蘭村落所遭受的社會、經濟衝擊。 

    漢人從正式入墾到官方進行強制性集體招佃制，期間只有短短的十七個年

頭；之後，蘭陽平原即進入土地快速水田化、經濟活動以漢式水田稻作與植栽推

廣為主的時期。前後大約五十年間，噶瑪蘭人面對的是數以十萬計的漢人、一百

個以上的漢人土圍和街莊；傳統聚落空間被強制固定下來，漢人農業社會的土地

所有權觀念，使土地的意義發生重大變革。從目前所見的契約文書，我們可以看

到嘉慶年間，噶瑪蘭人就已經採用漢式經濟手段，處理土地問題。44而就實際的

層面言：加留沙埔、餘埔的沙丘、土地，在永佃權的制度下，等於為漢人所擁有。

噶瑪蘭人的地主權，在強制招佃下，從一開始就是空的。社眾所分得的口糧，既

是唯一的收入，卻需倚靠漢佃繳付；而此一主要的糧食來源，又常被主事者剋扣，

導致生活困難。噶瑪蘭人的傳統漁獵、採集生活，在平原土地生態、人口空間改

變的前提下，連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難以維持；此為外在的、有關產業活動的生存

危機。 

    再者，噶瑪蘭村落編入國家後，傳統社會制度在官府的總理─>通事─>土

目、佃首─>通事─>土目管理方式下，也發生變異──此從加禮宛事件時，「少

壯番」與「老番」之間的扞格不入，可以看出。儘管各社仍推有頭人，但實際權

力卻是在總理、佃首與跨部落的通事角色上。部落土目，在外面更高層權力的籠

罩下，處於統治機構末端的位置，為統治者所用；其傳統角色，在國家結構下，

不再能發揮原有的功能。傳統社會文化的解構，則是內在的、人群組織的危機。 

    蘭陽平原的原住民，在被漢人殖民半個世紀後，在社會、經濟危機導致噶瑪

蘭人傳統社會崩解的時刻，從十九世紀中葉開始，進行大規模的遷徙活動，從而

在十九世紀後半，開展出新的族群空間。 

 

五、遷徙與新族群空間的形成 

                                          

 

    相應於漢人入墾及街莊聚落的形成，噶瑪蘭人在漢人的平原發展達到飽和之

際──即道光 10-20(1830-40)年間，也開始族群的移動。 

    根據十七世紀的戶口資料，蘭陽平原的原住民約有 45 社、9670 人。十九世

紀以後的資料卻顯示，原住族群的總人口數，已屢屢下降；一般的看法，會朝原

 
44 邱水金，《宜蘭古文書》(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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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族群在地化或往外遷徙兩種可能做解釋。就噶瑪蘭人而言，若純以外部現象觀

察，其總人口雖然有減少的趨勢，更有在空間上擴大、分散的特徵；因此，本節

即針對此點，從族群分佈與空間的變化著眼，呈顯十九世紀中葉以後，噶瑪蘭人

的遷徙與新族群空間的形成。 

    首先，將十九世紀幾個年代的人口資料排比一下，做為討論族群移動現象的 

基礎資料。 

表 2  宜蘭平原噶瑪蘭人口變遷 

年 代 資 料 來 源 內容說明 社數 戶 數 男 女 人口數 總  計

歸順村落 39 1,896   8,023 
1650 年 荷蘭戶口表 

376   1,647 
9,670 

未歸順村落 6 

方維甸 
嘉慶 15 年

(1810) 
奏 請 噶 瑪 蘭

收入版圖狀 

歸化生番 33    4,550 4,550 

西勢 20    2,261 道光元年

(1821) 

姚瑩 

東槎紀略 東勢 16    3,193 
5,454 

溪北 19 419   1,589 明治 29 年

(1896) 

臺 北 州 理 蕃

誌 溪南 16 320   1,314 
2,903 

溪北 21    1,209 伊能嘉矩 
明治 31 年

(1898) 
實 地 調 查 報

告 

溪南 
24    1,580 

2,789 

溪北 23 235 477 481 958 明治 42 年

(1909) 

熟 蕃 戶 口 及

調查沿革綴 462 923 961 1,884 
2,842 

溪南 23

 

    從表 2，我們發現蘭陽平原的噶瑪蘭人數，從十七世紀中葉的將近萬人，遞

減到十九世紀初的五千人。一百六十年間，總人口減少幾近一半，是相當奇怪的

一點；目前唯一可以拿來推測、解釋的可能原因，或許和泰雅族溪頭群、南澳群

在近兩、三百年移入宜蘭山區有關。具有強大活動力的泰雅族，對平原噶瑪蘭人

可能產生劇烈的衝擊與生存上的威脅。不過，進一步的討論，需要更多資料始能

有所解釋，等以後再試試看吧。 

    從 1820 到 1896 年，僅六、七十年間，噶瑪蘭人口又減少二分之一。這些減

少的人口數字，是表示噶瑪蘭人在地進入漢人社會──或因失去外部族群辨識標

誌、或由於隱藏族群認同，還是因為一半以上的人口遷移離開了？在幾乎完全沒

有清代期間，漢人與噶瑪蘭人通婚程度資料的前提下，有關在地化部份，妥實難

以研究。反之，噶瑪蘭人從十九世紀中葉開始，在蘭陽平原境內、境外展開的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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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卻是最引人注目的行動；大大小小的移動，使噶瑪蘭人的分佈變得破碎而無

遠弗屆。根據人口及簡略的文獻資料，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大致的流遷趨勢是：

溪北的社眾往頭城靠雪山山脈的狹小海岸平原遷，溪南的社眾往接近中央山脈的

蘇澳、南方澳遷；而無論溪南、溪北，共同吸引噶瑪蘭人群起而去的新天地，則

為三星與花蓮平原。如果，噶瑪蘭人的遷徙，可以某種程度視為族群意識主導的

結果，則十九世紀後半時期的噶瑪蘭人，其與漢人的族群界線恐怕還是相當清

楚。換言之，在地化的情形，在十九世紀後半，可能不是噶瑪蘭人社會變遷的主

要現象。 

    噶瑪蘭人的遷徙活動，並不見諸清代的文獻；今日我們所能參考的資料，皆

來自日治初期調查者訪問的口碑。由口傳資料，我們推知噶瑪蘭人開始異動的時

間，及遷徙的方向；再配合其他資料，我們發現噶瑪蘭人的族群空間，藉由遷徙，

顯現出新的空間、不同的族群內涵與生計形態。以下，再分別討論之。 

 

平原舊村落區 

 

    從道光二○(1840-50)年代開始，溪北的武暖、辛仔罕、奇武蘭、抵美、打那

岸、打馬煙等社，已有部份社眾，遷往頭城的番仔澳、大溪、梗枋、白石腳；溪

南的加禮宛、打那美、打那岸鼎橄社，則遷往蘇澳南方澳、花蓮平原。 

    咸豐年間，當年因為興盛而分出來的利澤簡社，歸併加禮宛社。武暖的分社

高東，也因失業、病疫流離四方，終致失去社名。麻芝鎮落社也一樣，被併入珍

仔滿力社。武暖社、打那岸社的一部份，因為生計問題，遷徙花蓮平原，合於加

禮宛。45同治到光緒年間，包括西部平埔族與噶瑪蘭人，共同參與了叭哩沙地區

的開闢工作。相應於對外的遷徙，噶瑪蘭傳統村落也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只是，

我們今天已經難以辨識平原舊村落區，在十九世紀後半諸般社會經濟文化的衝擊

下，產生何種程度的質變？我們僅能藉助人群移動的外部資料，檢視噶瑪蘭村落

在族人逐漸遷離的過程中，如何削減、合併與消失。 

    本節以表 3、4、5，分別呈現平原舊村落區的變化。 

    根據表三伊能嘉矩調查的部份，我們可以發現平原上的噶瑪蘭村落，已顯示

由單一村落分化出「頂、下」分社的趨勢。由於伊能嘉矩沒有詳注分社的所在，

所以不能比對這些分社與表五的平原新居地是否相合；但，對照 1910 年的調查

資料，可以推知舊部落的噶瑪蘭人，已經大幅減少；而一部份的噶瑪蘭人化整為

零，係以極小數的散戶，混居在漢人聚落中。換言之，在十九世紀上半，還有明

確範圍的村落，到了十九世紀後半，因為人數減少、往外遷徙等因素，舊村落的

                                           
45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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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範圍逐漸為漢人聚落所切割；加上光緒 1(1875)年以後，噶瑪蘭舊村落劃入

普通行政區劃，更加速舊村落空間完整性的崩解。46舊村落與「同名莊」的混一，

使噶瑪蘭人在平原上的分佈，到二十世紀初，已經無法完全憑藉舊村落名的族群

特徵，做為標定、尋訪的準則。 

    再者，1898 年的平原舊村落總人口為 2,789 人(表 3、4)，1909 年(表三、四五)

的平原區村落總人口則為 1,294 人；十一年間，人口差距達一千多人，除了調查

數字可能不精確或錯誤以外，明治 30(1897)、明治 33(1900)年宜蘭地方行政基礎

單位的變遷，對消泯原居地的噶瑪蘭人口，也有很大的影響。本文論不及此，另

文再談。 

表 3  溪北舊村落人口比對 

道光元(1821)年 明治 31(1898)年 明治 42(1909)年 

社 名 人口數 社 名 人口數 社 名 人口數

有遷移傳 

說者打○ 

哆囉美遠 343 哆囉美遠 193 哆囉美遠 160  

打馬煙 126 打馬煙 168 打馬煙 126 ○ 

奇立板 81 奇立板 78 奇立板 51  

上 18
麻里目罕 

麻里霧

罕 下
41 66 麻里霧罕 24  

48

擺離 102 擺厘 67 擺離 38  

珍仔滿力 238 珍仔滿力 30 珍仔滿力 19  

抵美福 149 抵美福 122 抵美福 35  

流流 70 留留(西社) 42   

麻芝鎮落 42 麻薯珍洛 15   

辛仔罕 308 辛仔罕 173 新仔罕 32 ○ 

抵美抵美 73 抵美 33 抵美 23 ○ 

踏踏 161 踏踏 128 踏踏 4 ○ 

高東 98 高東 

奇武暖 武暖 
95 奇武暖 121 ○ 

67 

打那岸 44  ○ 

奇蘭武蘭 49 奇武蘭 89  ○ 

辛仔羅罕 89 辛仔羅罕 15   

棋立丹 68 奇立丹 138 棋立丹 47 ○ 

                                           
46有關噶瑪蘭村落編入地方行政區劃──包括清代、日治時代──之變遷階段性，將另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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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把葉 50 抵百葉     

抵美簡 62 抵美簡 108 抵美簡 63  

  馬僯 20    

合計 20 社 2,261 人 合計 21 社 1,580 人 合計 13 社 743 人  

資料來源：姚瑩，《東槎紀略》〈西勢社番〉。 

伊能嘉矩，〈宜蘭方面卞在月平埔蕃及實查〉，《東京人類學雜誌》。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 

臺北州警務部，《臺北州理蕃誌──舊宜蘭廳》。 

 

 

表 4  溪南舊村落人口比對 

道光元(1821)年 明治 31(1898)年 明治 42(1909)年 

社 名 人口數 社 名 人口數 社 名 人口數 

有遷移傳 

說者打○ 

上 15
加禮宛 453 加禮宛

下 30
45 加禮宛 114 ○ 

流流 98 留留(東社) 63  ？ 

上 50

中 64掃笏 331 掃笏 

下 

160 掃笏 70  

46

芭荖鬱 92 芭那鬱 64   

歪仔歪 96 歪仔歪 40   

麻里虎煙 119 武煙 63 武淵 62  

南搭吝 93 南搭吝 38   

上 49
武罕 133 武罕 

下 19
68   

打那美 204 打那美 50    

上 31
打那岸 108 打那岸 

下 
65 打那岸 2  

34

猴猴 124 猴猴 103   

其澤簡 100 利澤簡 30  ○ 

奇武荖 440 奇武荖 140 奇武荖 91  

里腦 183 里腦 62 里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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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57
婆羅辛仔宛 

婆羅辛

仔宛 下 
371 

31
88 婆羅辛仔宛 21 ○ 

上 30

中 60
珍珠美

簡 
下 

珍珠美簡 248 

40

130 珍珠美簡 96  

合計 16 社 3,193 人 合計 24 社 1,209 人 合計 8 社 474 人  

資料來源：同表 3。 

 

表 5  1909 年宜蘭平原舊村落區噶瑪蘭人新居地與人口 

人  口  數 所屬之現在行政區

劃 
土  名 

戶 男 女 合計
遷 移 及 其 他 說 明 

三十九結 
礁溪鄉二龍村之一

部份 
5 10 6 16 與淇武蘭社同屬。 

林尾庄 礁溪鄉林美村 3 5 4 9  

壯五庄 
壯圍鄉壯五、吉祥二

村 
1 ─ 1 1  

壯七 宜蘭市(？) 1 ─ 1 1  

宜蘭街 宜蘭市 1 2 13 15  

月眉庄 
羅東鎮新群里之一

部份 
4 8 9 17 與打那岸同屬羅東鎮新群里。

下五結庄 五結鄉國民村 3 9 9 18 為掃笏社眾之居地。 

總                 計 18 34 43 77 

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 

 

（二）扇端的頭城、蘇澳區 

 

    無論就文獻或考古資料，十九世紀前噶瑪蘭人在平原上的分佈，係集中在海

拔 5-10 公尺的低濕沼澤地帶；今日的頭城、蘇澳兩處近山地區，並無噶瑪蘭村

落分佈的跡象。即就近代的族群關係而言，此二區過於接近泰雅族溪頭群、南澳

群的活動範圍，亦非平原人群敢於接近的地方。 

    根據日治初期的調查，道光二○年代，即有溪北的武暖、辛仔罕、奇武蘭、

抵美、打那岸、打馬煙等社，一部份人眾遷徙到頭城的番仔澳、大溪、梗枋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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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海捕魚為生；一部份遷到礁溪的白石腳，開山場維生。咸豐年間，則有奇立

丹、踏踏兩社，遷往港澳莊。而到同治年間，遷來者愈多，北關、石城也有噶瑪

蘭人的行蹤。47 

    我們若將這些口傳中有噶瑪蘭人遷入的村落，由北而南排列下來，其順序依

次為：石城、合興、大溪、梗枋、外澳、港口。石城在雪山山脈之最東北段處，

地當台北通宜蘭之草嶺古道下山處，亦稱草嶺腳。合興、大溪即北關，地當沿海

岸南入蘭陽平原的要衝。梗枋則為北通三貂、南達烏石港，防守北關的要地。外

澳、港口，則已接近平原東北端入口狹長處。這些地方的共同特徵是，地當山海

逼近、沿海平原狹窄，而泰雅族人極易到達。從道光年間以來，這些地方成為噶

瑪蘭人的新居地。口傳資料並未告訴我們遷徙的細節，如幾戶、幾人？男女比例

如何？有沒有再搬走？但，依據 1990 年筆者在當地的調查及戶籍資料的核對，

本地區確實有噶瑪蘭人的後裔世居於此。 

    相同的，蘇澳的南方澳，亦非噶瑪蘭人原居地；嘉慶初年入治時，且被劃在

隘防線外。但，道光二○年代，溪南的加禮宛、打那美、打那岸鼎橄社人，除了

直接從冬山河接蘭陽溪的海口，出海到花蓮平原謀發展外；也有一部份人，遷往

蘇澳的南方澳。不過，在蘇澳一地來去移動的猴猴社，才是本區最主要的族群成

員。 

    猴猴人在文獻上以三十六社之一出現，是在乾隆 6(1741)年的《重修福建台

灣府志》。48雖然，若僅從猴猴社本身來看，其最早的文獻記錄，則為康熙 55(1716)

年的《諸羅縣志》。該資料說：「蛤仔難、哆囉滿等社，遠在山後。崇爻社餉附阿

里山，然地最遠。越蛤仔難以南，有猴猴社，云一、二日便至其地，多生番，漢

人不敢入。」
49筆者在 1994 年初次解讀此一資料時，認為當時所指的猴猴，係在

蘭陽平原南端。但，現在針對此點，筆者略做保留；在還未進一步釐清前，恐怕

還是以乾隆 6(1741)年，做為猴猴社存在宜蘭的參考定年，比較沒有疑義。無論

如何，十八世紀中葉被視為噶瑪蘭村落的猴猴社，應住在南方澳西北方的猴猴高

地。道光 20-30(1840-50)年間，因為和泰雅族發生衝突，遂離開高地，遷往武荖

坑溪(今新城溪)下游北方的沙丘內緣，建立聚落(今蘇澳鎮龍德里)。但在此時間

甚短，大概不到二、三十年，在咸豐到光緒 6(1860-80)年間，復因為疾病、語言

適應等問題，遷到南方澳；今南方澳旁邊的岬角，被稱做猴猴鼻，或為佐證。50 

    南方澳的原住民聚落規模，雖然缺乏資料以為瞭解；但，從英國人荷恩(James 

Horn)的大南澳開墾事件，我們或能間接推知一二。荷恩在同治 7(1868)年，以大

                                           
47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0-71、74、75。 

48 劉良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文叢 74(台北：台銀經研室，1961 年)，頁 83。 

49 周鍾瑄，《諸羅縣志》，文叢 141(台北：台銀經研室，1962 年)，頁 172。 

50 詹素娟，〈宜蘭平原噶瑪蘭族之來源、分佈與遷徙〉，頁 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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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Ta-lam-o)地方為清廷官府勢力所不及，意圖佔地開墾。在和漢堡商人美利士

(James Milisch)商議後，由美利士資助荷恩前往拓墾。同年 4 月，荷恩在南風澳以

鹽、布、羽毛，和當地的原住民交結，並與頭目的女兒結婚。透過婚姻關係，荷

恩號召到部份族人，自蘇澳經海道前往大南澳，建立伐木、抽籐、採料的據點。

同治 8(1869)年，由於一連串的外交施壓，荷恩必須放棄大南澳時，陪他同船離

開的親密平埔族友人，仍有三十多人。51而光緒 12(1886)年 3 月，馬偕在南方澳，

則曾為 126 名原住民施洗。52 

    除了噶瑪蘭系統和猴猴社人外，蘇澳附近的原住民村落，還混含過西部平埔

各族。嘉慶 11(1806)年羅東械鬥事件後，西部平埔族各社就在羅東、冬瓜、蘇澳

沿山一帶，及馬賽海邊(即新城溪改道前下游出口南方)開墾。不過，到了同治光

緒年間，本地的西部諸社已大多遷往叭哩沙。表六，即為頭城、蘇澳一帶的平埔

族人口狀況。 

 

表 6  1909 年頭城、蘇澳區噶瑪蘭人新居地與人口 

人  口  數 遷 移 及 其 他 說 明
土  名 所屬之現在行政區劃

戶 男 女 合計  

橋枋湖 頭城鎮合興、大溪二里 15 27 30 57 

1.與漢人雜居聚落。 

2.道光 17(1837)年，由奇

立丹、辛仔罕、淇武

蘭、抵美遷來。打馬煙

亦有部份。 

3.又遷往叭哩沙。 

蕃薯寮 頭城鎮大里、石城二里 11 26 29 55 由各地遷移而來。 

嶺腳 蘇澳鎮岳明里 2 2 2 4  

南方澳 
蘇澳鎮南寧、南建、南

安、南成等里 
37 59 64 123

1830-40 年，由猴猴社遷

來。猴猴庄已無人居住。

後湖 蘇澳鎮聖湖里 1 2 2 4 

1.屬糞箕湖庄。 

2.奇武荖社之遷移耕作

地。 

總                 計 66 116 127 243 

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 

                                           
51 卜新賢，〈英人康氏占墾大南澳始末〉，《台灣風物》5(5)(1955 年)，頁 1-3。 

52 陳宏文，《馬偕博士略傳‧日記》(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7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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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叭哩沙地區的新住民 

 

    所謂「叭哩沙地區」，位於蘭陽平原西端，地當沖積扇的扇頂部份。蘭陽溪

在此流入平原：其西北部為雪山山地，海拔達 1,000 公尺；東南側為中央山脈北

側斜面，海拔約 700 餘公尺，其間為蘭陽溪的網狀流域。 

    本區域在清代末期的行政區劃屬浮洲堡，今日則為三星鄉與員山鄉的一部

份。在十九世紀前，本區是泰雅族溪頭群、南澳群活動、出草的地區，也是平原

族群不願涉足的地區。十九世紀中葉的道光年間，原居於蘇澳、羅東山腳等處的

西部平埔族阿里史等社眾，因為當過屯丁，具有屯務經歷，知道如何防禦泰雅人，

已逐漸移入宜蘭河上游的大湖山邊。同時，漢人在蘭陽平原沖積扇帶、湧泉帶及

低濕地的開墾已達飽和，其開墾腳步也慢慢及於山腳地方。但，在道光年間，漢

人還止於葫蘆堵、大洲、尾塹、柯仔林等一線以東的地方開墾；直到同治初年，

漢人結合平埔各族人力，採組織化武力拓墾行動以後，本區才真正大舉開墾。    

叭哩沙地區的開墾，時間、空間上，前後經過三個階段： 

 

 1.同治初年到光緒 1(1875)年的「阿里史區」 

    所謂「阿里史區」，指今三星鄉大隱、行健、拱照、萬德等村，亦即日治時

代的大字阿里史庄，蘭陽溪南岸與大湖桶山地之間的地域。 

    本區的開墾，始於漳人陳輝煌：由陳輝煌擔任資本主，以開墾土地一甲、貸

銀 30 圓的條件，招募阿里史等社與噶瑪蘭社眾為開墾成員。合作關係中的借貸

部份，雙方約以三年內還清借銀；土地部份，若債務還清，開成土地由業主與佃

戶對半均分；不能償還銀圓者，則佃戶應得土地，需歸資本主所有。53 

    此一以陳輝煌為首的開墾集團，先墾十九結之地，形成一戶數約二百餘的聚

落，以結首十九名約束之；然後，形成張公圍、瓦窯、大埔等聚落，再形成阿里

史，築「銃櫃城」。54
又在名叫抵瑤的平埔族結首領導下，築「石頭圍」，且戰且

墾，形成抵瑤埤莊。阿里史的「銃櫃城」、抵瑤埤的「石頭圍」，即為同治年間，

防遏泰雅族南澳、溪頭群最重要的據地。55 

    不久，陳輝煌因應清廷的撫番政策，將十九結、張公圍、瓦窯、阿里史等地

的開墾事業，報墾陞科，成為業主。56 

 

                                           
53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0-71、74、75。 

54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5-76。 

55 同前註。 

56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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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光緒 4(1878)年的「紅柴林區」 

    今三星鄉的萬德、萬富、貴林村，日治時代的大字紅柴林庄；地當蘭陽溪主

流北岸的網狀流路間。 

    光緒 4 年，阿里史社的潘金盾等，應漳人陳金合成招募，與漢人共七十多人，

一起入墾本區，形成八王圍、二萬五等聚落。經過此次拓墾，在形勢上，溪北紅

柴林，隔蘭陽溪與溪南抵瑤埤一線相聯，把整個開墾空間朝西推進了一大步。開

墾線以東，蘭陽溪南北的田畝相連，聚落人民則以平埔族為主；他們以開墾線為

界，介於山區泰雅族與後方漢人之間，首當族群關係的關鍵位置。57 

 

 3.光緒 11(1885)年的「叭哩沙區」 

    此一「叭哩沙區」，係指今三星鄉月眉、義德、集慶、人和、雙賢、天福、

天山等村，日治時代的大字叭哩沙；地當蘭陽溪流入沖積扇頂的網目狀流域間，

為三星鄉最接近山脈、最靠近泰雅族活動區的地方。 

    光緒 11 年，有合計七十餘戶的平埔社眾，應漳人陳生的招募，集體入墾本

區；各社與招佃業主的關係，與往年開闢阿里史、十九結時相同。開墾者先入據

頂、下破布烏，再進至月眉、天送埤等處，形成聚落。58 

    表 7 即為日治初期，平埔族人在叭哩地區的分佈狀態： 

表 7  1909 年三星地區噶瑪蘭人新居地與人口 

人  口  數 
土  名 所屬之現在行政區劃

戶 男 女 合計
遷 移 及 其 他 說 明

深溝庄 
員山鄉深溝、蓁巷二

村之各一部份 
2 4 7 11 可能由芭荖鬱遷來。 

10 24 21 45 

大湖庄 
3 5 

湖北、逸仙二村，據傳

有紅毛番分佈，何屬不

知。湖西村清代設有大

湖隘。 

員山鄉湖東、湖北、

湖西、逸仙村 ─ 2 

石頭圍 三星鄉行健村 1 2 2 4  

十九結 仝上 1 2 2 4  

紅柴林 三星鄉貴林村 30 59 63 122  

八王圍 仝上 40 101 97 198  

阿里史 三星鄉拱照村 11 27 27 54  

                                           
57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82。 

58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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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 仝上 9 22 16 38  

天送埤 
三星鄉天福、天山二

村 
23 49 43 92  

月眉 三星鄉月眉村 67 117 137 254  

破布烏 
三星鄉人和、雙賢二

村 
94 192 194 386  

總             計 288 601 612 1213  

資料來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熟蕃戶口及調查沿革綴》。 

 

    由上述，我們可以知道叭哩沙地區的族群內涵，主要為西部平埔族的阿里史

等各社。原居羅東的阿里史社眾，舉全部遷往三星，形成新阿里史莊；同樣原居

羅東的阿束社，也盡數遷往破布烏。此外，尚有岸裡、東螺、北投等少數社人，

因為戶口飄零，不能成社，所以混含入阿里史社。59不僅如此，平原上的噶瑪蘭

人，如溪北的抵美福社，除一部份人留在壯二庄外，其餘社眾多遷往本區；溪南

的歪仔歪、打那美、打那岸人，亦遷住本區的叭哩沙、紅瓦厝、破布烏等地。因

此，本區的族群成份，可謂蘭陽平原上最複雜的地方；而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

紀初，叭哩沙做為漢人入墾的前哨站、泰雅族活動頻繁的出草地，及劉銘傳時期

叭哩沙撫墾局、日治時代撫墾署叭哩沙支署的所在地，更是族群關係最為複雜緊

張的地區。 

    以上有關叭哩沙地區的開墾次序、族群狀況的理解，主要依據明治

28-29(1895-96)年間的調查資料。為求佐證，我們也可以從馬偕宣教宜蘭的日記

中，看到光緒年間，本區已經是馬偕的教區；馬偕及其學生不但是本區的常客，

與陳輝煌也建立了相當友好的關係。 

    光緒 12(1886)年 10 月 7 日，馬偕首度拜訪陳輝煌，為其在當地的宣教工作，

進行人際關係的經營。從次年開始，馬偕每一年都前往當地傳教；到光緒 15(1889)

年，馬偕的宣教成果，已足以開始擇地建禮拜堂。光緒 18(1892)年，本區的銃櫃城、

紅柴林、天送埤、破布烏，已建立四個教堂，並分別派駐四名傳道在當地。
60 

    由馬偕日記對當時宣教的描述，我們可以生動的瞭解本區的族群狀態及開墾

情形： 

    據他的觀察與估計，叭哩沙一地的平埔族，人數大約有七百多人。 

 

                                           
59 台北州警務部(編)，《台北州理番誌──舊宜蘭廳》，頁 75-76。 

60 陳宏文，《馬偕博士略傳‧日記》(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7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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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阿里史：平埔約 170 人，沒有田園。 

    2.銃櫃城：平埔約 170 人，全部沒有土地可耕種。 

    3.抵搖埤：平埔約 40 人，沒有土地。 

    4.桕腳廍：平埔約 20 人，沒有土地。 

    5.蚊仔煙埔：平埔 200 人。 

    6.紅柴林：有約 100 餘名平埔人，在此地建房子。 

 

    他注意到在山上墾荒的人，因為怕遭遇泰雅族襲擊，所以隨身都帶著武器應

急。馬偕等人如要在聚落間移動，平埔人會以二十人組成武裝護衛小隊，保護馬

偕等人的行進。馬偕就是在這樣的路途中，看到他們獵殺鹿與山豬；也看到當地

的平埔人家門口，掛滿了鹿頭、山豬頭，有的甚至可以多到一百多個。61 

    本區的土地雖然肥沃，但馬偕發現，這些平埔人都沒有土地、田園可以耕種；

若回顧當初陳輝煌等資本主的開墾約定，可見那些向陳輝煌貸借銀圓的平埔人，

雖然參與了開墾，但三年期滿，大概都沒有能力償還銀圓，只好地歸業主，成為

佃農了。若再對照日治時代的戶籍資料，果然發現，三星鄉從事農耕的平埔族，

除了二名自耕農外，全部都是佃農。62 

 

（四）東台灣的加禮宛族 

 

    近一百年來，在花蓮平原、東海岸一帶，有一群被稱做「加禮宛仔」，或被

視為加禮宛族的人，出現在所有東台灣的族群資料中；他們就是道光年間，由宜

蘭南下遷徙的噶瑪蘭人後裔。這群宜蘭移民的原鄉，雖然來自包含溪南、溪北的

好幾個村落在內，但因為其中加禮宛社的人數較多，且當初移出的時候，大多由

加禮宛港(今冬山河接蘭陽溪出口)出海，而被統稱之為加禮宛人。 

    加禮宛人今日在花東一帶的分佈，自 1896 年經日人田代安定調查之後，可

說已經相當清楚。但是，花蓮平原加禮宛社建立、海岸地帶加禮宛人分佈形成等

的時間如何，牽涉到噶瑪蘭人移動的幾個關鍵時間，卻向無研究；本文即針對此

點，嚐試做一點討論。 

    目前所知，花蓮平原加禮宛莊的最早記錄，係羅大春的《台灣海防並開山日

記》。同治光緒撫番開路期間，羅大春奉沈葆楨令來到宜蘭，開築蘇澳到花蓮的

所謂「北路」；在同治 13(1874)年 9 月，羅大春開路到大南澳一帶時，已有來自

花蓮加禮宛的頭人陳八寶，帶領同社四人，請求清廷給予他們在花蓮的已墾田園

                                           
61 陳宏文，《馬偕博士略傳‧日記》(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72 年)。 

62 余錦泉，〈宜蘭縣三星鄉平埔族之人口分析〉，《文獻專刊》2(3/4)(1951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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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光緒 1(1875)年，開路先鋒到達花蓮平原時，羅大春即在他給長官沈葆楨

的後山規劃書中，描述他所知道的族群分佈狀態，其中平原的鯉浪港(今美崙溪)

以北，即住有加禮宛、竹仔林、武暖、七結仔、談仔秉、瑤歌六社，統名加禮宛

社。63 

    究竟這些加禮宛人，是何時搬遷過去的？目前有兩個還不算很直接的證據，

或許可以揣摩一二：一是道光年間的《噶瑪蘭廳志》，有一條資料說：「(東澳)再

陸行百五十里，或舟行西南六、七十里，有七社番黎(指南勢阿美)，名曰奇萊。

近有漢人到墾其地，而諸番(指噶瑪蘭人)亦往附之。」；64一則為田代安定在宜蘭

調查加禮宛社時，就口碑往回推算的時間。兩者，大約都指涉道光 10-20(1830-40)

年代。此一遷徙時間，與蘭陽平原舊村落移動口碑的時間是相合的。 

    光緒 1(1875)年時加禮宛有六社，但經過光緒 4(1878)年的加禮宛戰役，到胡

傳任台東直隸州知州的光緒 19(1893)年，加禮宛已減為五社。在胡傳的資料中，

加禮宛五社，共有 154 戶、344 人，最大社為加禮宛。不過，此一人口資料中，

混雜有漢人──特別是客家人。65可惜的是，胡傳並未顯露他對海岸地帶加禮宛

人的分佈，是否有所瞭解。海岸地帶的加禮宛村落，究竟是何時、為何搬遷而去，

就成為一個疑問。但，藉由兩個可供參考的思考方向，或許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相

對性的線索。一般對噶瑪蘭人分佈到海岸地帶的說法是，噶瑪蘭人係在加禮宛事

件後，遭清軍流放到海岸地帶。但，針對此點，筆者一直找不到成說的資料根據；

反而，如就文獻直接解讀：加禮宛事件後，清軍在招撫逃人的同時，做了「安插」

的打算，但結果是吳光亮將招撫而來的九百多名加禮宛人，安置於加禮宛社迤北

里許之地，而並非往南流放。
66若真如此，則加禮宛人海岸地帶的遷徙，恐怕是

自主性極高的選擇。再根據光緒 5(1879)年夏獻綸的《台灣輿圖》，
67及光緒 14(1888)

年的「台東直隸州總圖」，
68今天噶瑪蘭族的重要據地──新社仔，已經出現。換

言之，無論清軍是否做了安置，最晚在光緒 5 到 14 年(1879-88)之間，加禮宛人

已經遷徙東海岸，成立聚落了。 

    無論如何，十九世紀末葉，加禮宛人除了居住花蓮平原西北部加禮宛五社一

帶以外，也已南下縱谷與海岸線：在縱谷部份，有加禮宛人的媽佛社(今花蓮縣

光復鄉西富村)；由此往南，則不再有加禮宛人的足跡。沿東海岸一線，北起加

露蘭、新社，到寄居阿美族部落的貓公、姑律、石梯，則為田代安定調查時的新

                                           
63 羅大春，《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叢 308(台北：台銀經研室，1972 年)，頁 47。 

64 陳淑均，《噶瑪蘭廳志》，頁 44。 

65 胡傳，《台東州采訪冊》，文叢 81(台北：台銀經研室，1960 年)，頁 38。 

66 吳贊誠，《吳光祿使閩奏稿選錄》，頁 29-30。 

67 夏獻綸，《台灣輿圖》，文叢 45(台北：台銀經研室，1959 年)，頁 70-71。 

68 《台灣地輿全圖》，文叢 185(台北：台銀經研室，1963 年)，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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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村；渡大港口，南進到石連埔，入成廣澳，一直到今台東縣長濱鄉，則混入馬

卡道族、阿美族部落中，很少成為一獨立村落。69下表，即為加禮宛人在東台灣

分佈的大致狀況。 

 

表 8  1900 年東臺灣加禮宛族新居地與人口 

奇萊地方 戶 男 女 
合

計 
海岸地方 戶 男 女 合計

秀姑巒

地方 
戶 男 女 合計

加禮宛本

庄 
29 57 50 107 加露蘭 3 ─ ─

***(12) 媽佛庄 15 25 23 48 

瑤高庄 14 29 29 58 新社** 30 72 64 136      

竹林庄 8 12 12 24 貓公 9 14 16 30      

七結庄 9 20 15 35 姑律庄 18 41 39 80      

武暖庄 17 10 16 26 那里奄庄 1 ─ ─ 4      

南市 12 24 28 52 石梯庄 7 24 22 46      

十六股庄 19 32 26 58 石梯坪庄 3 ─ ─ 12      

三仙河庄 18 39 41 80 葵扇埔庄 6 ─ ─ 32      

新港街庄 1 3 2 5 大尖石庄 8 13 13 26      

軍威庄* ─ ─ ─ ─ 大峰峰庄 7 13 16 29      

花蓮港街 4 5 7 12 姑仔律庄 15 ─ ─ 73      

合  計 131 231 226 457 合  計 107 ─ ─ 480 合  計 15 25 23 48 

總  計 253 戶、985 人**** 

資料來源：依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查報文》(頁 249-253)調查資料製作。 

* 又分大、小軍威兩部落，宜蘭管內芭荖鬱社、歪仔歪社人與漢人一起來此地

定居。但，常出外到新墾地叭哩沙幹活，而將本宅鎖住，只置留守人。 

** 原書有兩筆數字不同之資料，今擇其中較完整者列於此。 

*** 加露蘭原只有戶數而無人數，今以一戶 4 人為基準，估算可能人數為 12 人。 

**** 未包含更南方大道鼻庄、城仔埔庄、里那魯格社、石連埔社中，加禮宛人

與馬卡道人合計之人口。 

     

在清廷開通北路、中路來到後山之前，儘管已有漢人在花蓮地區開墾、活動，

甚至定居；但人數有限，並非該地區的主流族群。反之，在加禮宛戰爭之前，估

計約有千人以上的加禮宛人，已在花蓮平原西北部形成六大部落，橫亙在外太魯

                                           
69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北:編者印行，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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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人和阿美族之間。據羅大春的瞭解，光緒元年時花蓮平原上的阿美部落，計有

七千多人；同時，也是該地阿美部落在文獻上第一次出以「南勢番」之稱呼。照

廖守臣的意見，70「南勢」係相對於「北勢」的說法；若我們進一步發揮，則「南

勢番」的集體稱呼，或許是相應於隔美崙溪鼎立的加禮宛六社而產生的。能與七

千多人的阿美部落對立，其勢力的強大，可以想見。田代安定在花蓮平原調查時，

當地人即如此描述平原上的族群勢力：加禮宛人勢力強大，與阿美族、太魯閣人

相互割據，鼎立爭威，戰鬥不絕。71 

    加禮宛人的產業以米作為主，畑作為輔；72同時，還從事製鹽、採金等活動。

加禮宛事件後，清廷重編花蓮平原的族群勢力，以官方力量為漢人打理出一片生

存空間，73漢人也藉機逐漸入住加禮宛區。我們由表七可以看出，花蓮平原上的

加禮宛人已顯分散，和漢人混居的情形相當普遍。 

 

六、遷移圈概念的提出──代結語 

                                          

 

    總結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十九世紀是噶瑪蘭族從傳統社會、從宜蘭

原鄉，崩解、過渡到新族群空間與秩序的轉折期。由於漢人大量入墾與宜蘭編入

清廷版圖，十九世紀上半的大約五十年之間，噶瑪蘭村落歷經來自漢人社會、經

濟力量的諸般衝擊，而從道光二○年代開始，展開一波波的遷徙行動。此一擴散

過程，在光緒年間大致底定，噶瑪蘭人以不同於過去的新族群空間(見圖六)，進

入二十世紀，開始另一階段的族群歷史。而二十世紀以後的噶瑪蘭族群歷史，係

在日本統治下的近代化國家體系內，其空間上的擴散性被凝固下來，儘管噶瑪蘭

人仍然遷徙，但與漢人在宜蘭、花蓮間的搬遷性質已經沒有太大差異。換言之，

二十世紀以後，頻繁移動於宜蘭、花蓮間的噶瑪蘭人，其遷徙行動的族群性格，

已漸模糊；同時，亦大致侷限於十九世紀所開展出來的空間框架中。 

    本文雖然從加留餘埔、沙埔制及通事、土目制，做為切入討論促使噶瑪蘭人

遷徙的推力，也呈顯噶瑪蘭人在蘭陽平原、花東海岸移動的空間狀態；但，本文

更想提出的是：噶瑪蘭人的遷徙，是否與其做為一海洋性民族，及幾世紀以來在

Sanasai 傳說圈內的族群互動關係所影響？換言之，本文想處理而還未能做到的，

是希望把噶瑪蘭族的遷徙行動放進海岸地帶、Sanasai 傳說圈的族群關係架構內，

以理解歷史上噶瑪蘭人的心理狀態。當我們在尋求噶瑪蘭人做什麼、不做什麼的

族群主體性時，當我們只能透過文字、數字描繪噶瑪蘭人的外部現象時，筆者意

 
70 廖守臣，《花蓮阿美族的部落遷徙與分佈》（未發表手稿） 
7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64-65。 
72 同前註，頁 119 
73 同註 71，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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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從上述的探求中，找到噶瑪蘭人因應變遷的策略與智慧。因此，本文試圖把利

用文獻所建構出來的歷史圖像，嵌入凹凸有致的地理空間上，讓族群與土地的互

動性，及國家在其中的催化作用，顯現在十九世紀的時空中。遷移圈概念的提出，

是因為筆者認為：噶瑪蘭人做為一個在東台灣居住歷史悠久，且海洋活動力強大

的族群，必然與其他族群擁有長期的互動關係，及消漲、戰和、交換的力量爭衡；

而哆囉美遠人與花蓮立霧溪口達奇利(Takili)原鄉之間的關係，在其參與噶瑪蘭人

南遷行動時，對於加禮宛人能爭取到花蓮平原美崙溪以北土地的空間，未必沒有

影響。總之，筆者希望以遷移圈的族群空間關係，將用文獻材料描寫出來的歷史

族群──噶瑪蘭人，連接上民族誌材料中的原住民族世界，進而鉤連到當代的噶

瑪蘭後裔，以完成歷史連續性的建構。雖然，這或許是一個「不可能」的夢。 


